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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
———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姜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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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315211)

摘要:《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

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

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 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

法? 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 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

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 以《长江保护法》
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

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

完善。 《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

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

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 自然区划

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

型样范。 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

特殊性。 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 因此,只有具有

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 为了让自

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

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 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

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 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

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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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宣告实施,一时间全国

上下关注环保的仁人志士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其是环境保护立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 作为第一部全

国性的自然区划单独立法,《长江保护法》不仅直接作用于未来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亦会对全国

环境法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发挥《长江保护法》在环境法治领域的积极作用,环境法学界

围绕其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并贡献出诸多富有见解的研究成果。
然而,丰硕成果的背后却留有一丝遗憾:学者在研究《长江保护法》更为系统的生态理念、更为严

格的法律规制之时,未能以其为突破口,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这一环保法治的重要议题上进行更为

深入的探索。 事实上,由于我国立法一贯秉承“宜精不宜多”的理念,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前,学界

与实务界曾围绕“是否需要在繁多的环境法律之外为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单独立法”进行过激烈的争

论。 诚然,《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为争论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回答,但这并不足以彻底消弭争论中提及

的所有问题: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 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 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

法? 尤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

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保护法》)的颁布,上述有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问题更是迫切地需要学

界予以准确的回答。
基于此,本研究欲以《长江保护法》为例,回答有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上述问题,不仅试图在学

理上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更希望能为《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与革新提供更

为详备的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 21 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长江流域应当进行单独立法” [1] 。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抓紧制定一部长江保护法,联动修改水法航道法

等,让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有法可依。 2016 年党中央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制

定长江保护法。 随后,中央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为此进行调研论证,在 2018 年 9 月发布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长江保护法》被列为一类项目第 41 项。 2020 年 12 月 26 日,《长江保护

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
毫无疑问,《长江保护法》是一部顺应万众期待的法律,是中央与众多关心长江环境保护的仁人志士长

期努力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江流域单独立法是一项随着学理发展与实践演化而顺水推舟之举。
相反,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并不迎合学理上“立法节制”的理念与环境法治上“从分到合”的趋势。

我国立法学界一直秉承着“节制”这一理念,即部门立法“宜精不宜多”,解决社会新问题的法律思

路应当是不断革新与完善法律设置与规制,确保既有立法的与时俱进,而非直接以新立法来予以应对,
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法律法规的重叠与法律效力的疲怠[2] 。 并且,长期以来我国各个部

门法领域都存在着立法过多、过杂、重叠的立法问题,上述问题也是法学界反思的重点所在。 所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以下简称《水
法》)等法律之外为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在直观上并不迎合学理上“立法节制”的理念。

此外,环境保护法并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体系,我国最早的环境法律可以追溯到 1951 年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197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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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某一特定环境情景下的保护法律。 直到 1979 年我国才诞生出第一部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但随着环境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我国

环境法律体系不断整合零散的各类环境分支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干,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为枝叶的系统性法律体系[3] 。
并且,模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制定并颁布环境保护法典,尽可能以“大而

全”的法典统帅整个环境法律体系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与努力所向[4] 。 所以说,我国环境法治

的发展路线是“从分到合”,且隐然出现“大一统”的趋势,《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也并不迎合环境法治的

上述趋势。
《长江保护法》自提出到正式实施历经二十余年,说明这是我国政府经过长期熟虑后做出的谨慎

决定,它对学理和环境法治的“不迎合”不足以盖过长江流域单独立法之必要。 但关注“不迎合”并不

因此变得毫无价值,甚至比颁布前的关注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因为《长江保护法》不只是一部长江法,
更是首部自然区划立法。 在它颁布之前,对“不迎合”的关注只是导向“应不应该为长江流域单独立

法”的问题,而在它颁布之后,对“不迎合”的关注则演绎为更为复杂的三个问题:一是更多的自然区划

单独立法是否有必要? 二是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应当被单独立法? 三是自然区划法应当如何制定? 回

答上述问题不仅是对《长江保护法》的进一步巩固,更能为后续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

撑与科学的范式指导。 遗憾的是,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后,尽管学界对其充满了研究热情,但相关

研究却多集中于该法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影响。 例如,《长江保护法》以整体生态观保护长江环境[5] ;
《长江保护法》中的生态流量保障制度等[6] 。 尽管也有提及《长江保护法》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

题[7] ,或是《长江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衔接问题[8] ,但也仅是就长

江流域讨论《长江保护法》,而未能将其作为第一部自然区划法置于更为长远的视角之上,对后续立法

的支撑与指导也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将《长江保护法》置于第一部自然区划法的角色,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并以此贡献于未

来的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应是环境法学当前研究的聚焦所在。

二、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颁布《长江保护法》的理由是“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对流域

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 [9] 。 但从法律逻辑上说,这一理由仅能成为完善涉长江

流域环境法律的理由,而不足以支撑起长江流域单独立法。 因为这一理由无法排除以“完善现有环境

法律”来实现“推动长江流域环境保护”这一方式。 所以,探寻长江流域乃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真正的

必要性,应当着眼于二处“不洽”。
(一)自然区划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普适性的不洽

以《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律强调对个体行为的规制,通过为个体行为设定禁令或是行为

规则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10] 。 其针对的对象是虚指的个体(行为),而非特定的或是某一情境下的

个体(行为)。 因此,环境法律设置的禁令或是行为规则具有普适性,表现为设置较为原则的某类禁令

而非明确某一行为的禁令,或是设置践行行为规则的程序而非直接可以使用的行为规则。 并且,禁令

只是禁止大概率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行为,或是行为规则的标准取污染程度适中的平均值。 这里

的“大概率”“较为严重”与“污染程度适中”是指相对于全国整体环境质量、污染排放水平、经济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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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宏观情况而言。 环境法律如此设置是基于其法律定位与效力范围的考量,过于直

接或是过细的禁令或是行为规则都会阻碍其法律实践。
从法律传统上看,针对虚指的个体(行为)进行行为规制不会在具体情境的法律实践中造成法律

设置与规制治理的脱节。 因为绝大多数法律的调整对象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是特定情境

下的实体,其行为与法律关系一般不会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出现偏差。 但在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上却不能

如此轻易地保持一致。 尽管环境法律调整的依然是社会关系,但生态环境是该社会关系中举足轻重的

一环,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会直接导致社会关系的特殊,进而使应当被规制的个体行为变得特殊[11] 。 例

如长江流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环境问题是生态流量过少,其直接后果是水质自净能力变差、渔业资源枯

竭、水文环境恶劣等。 但《环境保护法》对于涉水环境行为的规制只是要求达标污染排放、禁止过量捕

捞等,《水法》也仅仅在第 30 条提到“应当注意维持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

位”,二者没能为长江流域生态流量的保护提供法律供给。 此外,总磷是长江流域的首要污染物,防治

总磷污染是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首要任务之一。 但《环境保护法》与《水法》只是对一系列有可能造成

水体污染的行为进行泛泛规制,未能突出总磷或是化学污染的防治要求。 并且,《环境保护法》与《水
法》也无法根据不同自然区划的客观情况来进行自身设置。 例如二法很难单独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

流量或是总磷污染的治理需求,在自身条款中单独设置相应规则。 因为全国各河流与流域的客观情况

不同,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需求也不相同,完全契合长江流域的个体行为规制未必适合其他河流与

流域,故而二法只能在自身条款中取各流域需求的公约数———普适性的个体行为规制。
(二)自然区划环境法治与环保法法域链接的不洽

法域链接指的是法律实施的空间链接,这里的空间并非是法律效力覆盖的地区,而是指法律实施

在空间意义上的过程与效果[12] 。 一般而言,法律的法域链接都保持着严密的因果关系,例如《刑法》在
浙江省实施的过程是浙江省公检法部门对个体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产生的犯罪率下降的效果也发生于

浙江省,呈现出前后的链接效应。 法律的法域链接之所以保持严密的状态,缘于中国科层制体制下的

行政区划良好地承载了法律的实施。 换言之,法律的法域链接是建立于行政区划之上的链接。
但是,法域紧密的链接却在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上出现了裂痕。 即实施环境法律在自然区划上的

过程与效果出现了断裂。 与其他部门法一样,环境法律的实施过程也依托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单位,受
规制的个体也集中于相应的行政区划之内,但其实施结果却并不完全发生于行政区划之内,可能延伸

至自然区划中其他的行政区划之内。 例如,在长江流域的上游对个体的污染行为进行规制,会产生净

化空气、存活鱼类、净化水质等治理效果,但这些治理效果很可能通过风力吹拂、江水流淌、鱼类洄游等

途径而发生于长江中游或下游地区。 出现裂痕的法域链接会导致两大后果:一是规制个体的行政单位

无法预测与享受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回馈;二是承受不良治理效果的行政区划无法通过对自身辖区内的

个体行为规制来改变治疗效果。 所以,考虑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就业之间短期内的互抑关系,
承担实施法律这项职责的行政单位会基于性价比的理性,倾向于积极实施其他法域紧密链接的法律

(比如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法律),而保守实施环境法律。
解决第一个不洽的方式应是围绕自然区划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立法设置,从而使法律切实且科学

地满足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需要;而解决第二个不洽的方式应是将自然区划立法设置的层级上升到跨

越多个行政区划的层面,将多个行政区划置于一个自然区划之内进行环境法治,进而在一个自然区划

之内消弭法域链接的裂痕。 二者合一,解决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与现有环境法律两大不洽的正确方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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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自然区划环境保护进行单独立法。 《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一方面,围绕长

江流域的特殊性,《长江保护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置,建构了生态流量等为长江环境保护量身定做

的制度;另一方面,《长江保护法》统辖了长江流经的 11 个省级行政区,将实施过程和效果扩展到长江

流域这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中,有效实现了各行政区划的规制合力。

三、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对象选择

(一)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需要具有特殊性

解决流域环境保护的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的不洽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必要的第一个理由,
因而应当需要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首先应当具备特殊性。 这里的特殊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
是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二是环境保护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 地理的特殊性是指自然区划在水

文、地质、地貌、气象等地理特性上的特殊,是该自然区划区别于别的自然区划的客观标识,也是该自然

区划可以单独立法的最基础条件。 而人文的特殊性是指自然区划中或周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

特性上的特殊,科学的法律应建立于多重因素的考量之上,只有将法律的实施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协

同起来,才能确保其有效性。 所以,自然区划人文特性上的特殊决定了自然区划在环境保护上需要考

虑更多的协同,也意味着人文特性上越特殊的自然区划,越需要更“因地制宜”的环境法律。
环境保护需求的特殊性是指基于特殊的地理特性,自然区划相应地需要被予以特殊的环境保护。

例如长江流域是水域采砂的重点,大规模、跨区域的过度采砂导致长江多段河体出现河道下沉等环境

问题,《水法》第 39 条规定“影响河势稳定或者危及堤防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划定禁采区和规定禁采

期”,但鉴于长江多段河体的脆弱性与连续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就需要法律进行更为精细与预见性

的采砂治理[13] 。 规制手段的特殊性是指基于特殊的人文特性,法律为了实现自然区划环境保护的法

律目的,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与实施对应的规制手段。 例如长江是全国各省份重要的用水供应来源,
保护长江水源应当考虑到沿江省份甚至全国的用水需求与调配。 但《水法》没有也无法对此进行相应

设置,因为绝大多数的河流在水源供应上都未如长江般重要。 所以只有单独制定《长江保护法》,并规

定“制定跨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等方式来保障各行政区划的用水供给,才能更好地实现长江流域环

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区划的特殊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特殊性,而是指相对的特殊性。 绝对是指从

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自然区划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是一个小池塘或是一个小山坡也具有

自身独特的生态系统。 而自然区划支撑单独立法的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的特殊性,指相对于当前环境法

律的普适性而言,既未能被其所涵盖又不无被其涵盖。 这种相对的特殊性难以通过只言片语来进行直

接界定,应以科学与法理的综合分析进行判断。 这就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前期

论证要求,立法者需要以更为科学与细致的立法程序、更为广泛的专家与社会参与、更为系统的数据监

测与前提调研来进行自然区划特殊性的判断。
(二)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需要具有广域性

解决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的不洽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必要的第二个理由,
因而需要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应当具备广域性。 这里的广域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然区划需要跨越

多个行政区域,二是自然区划应当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 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之所以需要跨

越多个行政区域,是因为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自然区划一般不会出现法域链接上的断裂,即使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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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者行政单位因为合作问题而出现“搭便车”的心理,也只需要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政府以行政规划

或者命令的方式予以统合,而无需立法对其进行统辖与约束。 只有当跨越行政区划时,法域链接出现

了多处断裂且地方政府无法以一己之力来弥合这些断裂,甚至自身也在计算性价比之后消极地进行环

境法治时,自然区划才需要单独立法。
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应当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为单独立法的目的是将原初断裂的法

域链接弥补起来,将之重新变得紧密。 而紧密的前提是承载法律实施的区域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承

载传统法律实施的区域是行政区划,通过行政体制而聚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相应的,承载自然区划

法实施的区域只能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自然区划,它首先需要通过生态循环而自成一个生态系统,
随后通过法律的实施而被注入各类社会关系,进而被连接为一个完整的法治系统。 所谓完整而聚合的

生态系统,是指自然区划应是一个由内部相互作用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构成的、并可以在人类生

产活动干预下形成的、具有整体功能的生态学功能单位[14] 。 倘若自然区划本身并非一个完整而聚合

的生态系统,则相应的法律实施就没有可以依附的框架与枝干。 例如,依照温度及有关现象可以划分

出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等自然区划,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且跨越多个行政区划,但它们并非一

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也就无从进行单独立法。
与自然区划的特殊性类似,自然区划的广域性也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 因为行政区划是一

个包含各个层级的概念,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自然区划也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 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

划的自然区划当然地具有广域性,而跨越多个市级行政区划或是更低级的行政区划是否算是具有广域

性则需要“一事一议”。 一般而言,省级地方政府可以行政规划或者命令的方式将多个行政区划的环

境法治予以统合,但亦有可能因为某些客观因素(如特殊于省级行政区划内所有自然区划的特殊性)
而需要单独立法。 例如,浙江省钱塘江具有独一无二的潮汛这一地理特性,也就有了极为特殊的水域

保护与水能开发需求,所以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并围绕潮汐进行了相应的条款设

置。 当然,即使存在这样的例外,相应的单独立法也必然不会是狭义的法律,而应是地方性法规等,严
格意义上说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

四、自然区划法的立法路径选择

(一)自然区划法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衔接

由于自然区划法与《环境保护法》《水法》等现有环境法律都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因而在法律

效力上看属于平级。 但从适用范围上看,自然区划法适用于特定的自然区划内,而现有环境法律适用

于全国,因而自然区划法属于特殊法,现有环境法律属于一般法。 进而在实践适用上,自然区划法应优

先于现有环境法律。 优先的地位决定了自然区划法应当比现有环境法律规定得更细、更严、更完善。
更细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中许多指导与原则性的规定,自然区划法应结合自然区划的特殊性,

设置更为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现有环境法律尤其是《环境保护法》设立了许多环境保护制度,
如联合防治协调机制,但《环境保护法》就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的实施仅是规定“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
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以及“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

决,或者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而《长江保护法》将之细化为“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突发生态环

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长江流域河道非法采砂联合执法工作、水工程联合调度、对固体废物非法

转移和倾倒的联防联控、水陆有机衔接、江海直达联运、联合执法等。 更严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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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标准性规则(如排污标准),自然区划法应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型规则。 《环境保护法》规定“对国

家环境质量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地

方环境质量标准”,但在法律实践中,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理性缺乏制定更为严格标准的动力。 因此,自
然区划法应率先制定严于现有环境法律中已有标准的规则,为自然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提供实施法律的

技术性基础。 更完善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任何未规定的环境法治规定,自然区划法都应予以相应的

补充和完善。 补充和完善的对象不仅限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

项目”,更包括现有环境法律未曾设计的制度与规制手段。
当自然区划法以更细致、更严谨、更完善的姿态成为一系列特殊法之后,其与现有环境法律这些一

般法的衔接就自然地顺畅而不冲突了。 在自然区划法治中,现有环境法律提供原则、引导与基础性规

则,自然区划法提供细致、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 只有在自然区划法未曾设置的方面(应当也是该自然

区划中较为不重要的环境保护方面),才可以直接适用现有环境法律中的相关规则。
当然,就自然区划法与现有环境法律的本身立法而言,还应就无缝衔接作进一步的考虑与完善,尤

其是《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兼具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两个

目的的法,往往游走于经济法属性与环境法属性之间,容易与强调环境保护的自然区划法发生冲突。
如《长江保护法》第 23 条强调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严格管控,而《水法》第 26 条侧重于鼓励开发、利用

水能资源[15] 。 此时,《水法》等现有环境法律就需要对自身进行立法调整,以衔接自然区划法的相关规

定。 而除现有环境法律之外,《刑法》《民法典》等调整环境保护以外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需要就细节进

行修正。 如《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范畴涵盖不了《长江保护法》中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对“情节严

重”“造成严重后果”等程度性的司法解释无法契合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特殊性等[16] 。 只有比照《长
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刑法》这些细节进行修正,才能实现《刑法》与《长江保护法》的更好衔接,进
而确保长江流域环境法治的严密性。 总的来说,现有环境法律与其他法律在与自然区划法进行衔接

时,应着重关注现有法的修正,而不是自然区划法立法时对现有法的妥协。 因为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等诸多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中,环境保护往往是最易被牺牲的那一个。
(二)自然区划法的原则与立法模式

自然区划法是针对整个自然区划、建立于自然区划特殊性与系统性之上的环境法律。 除了承继现

有环境保护的诸多原则(如环境保护优先原则、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等),还应具有自身独特的

原则———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可以被定义为: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是基于其整个生态系统的考

量,以系统且协调的法律体系实现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 具体而言,整体性原则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生态整体性、空间整体性、治理整体性与发展整体性[17] 。 生态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因为完整的生态系

统而在法律关系中成为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上所有的环境治理活动都应当受统一的环境行

政机构的统帅与管辖,所有的环境司法与执法活动都来源于统一的法律与行政权威。 空间整体性是指

自然区划环境法治虽然通过各行政区划的治理活动得以实现,但各行政区划应以统一的地理空间作为

自身治理考量的前提,主动与其他行政区划合作与协同,履行联防联控等法律责任,并以整个空间的治

理效果作为责任履行的评价标准。 治理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需要关注整体空间的环境质

量,而非单一区划的个体规制或单一元素的环境保护。 治理整体性缘于自然区划法生态整体性与空间

整体性,同时又反馈于二者。 同时,治理整体性又是整体性原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自然区划法衔接

目标与规则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其立法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 发展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法应当留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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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治在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 与现有环境法律“协调发展”原则不同的是,自然

区划法并不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而是关注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来为环境保

护提供充沛且永续的动能。 因此,自然区划法的发展整体性是以环境保护的需求为衡量标准,希望通

过经济与社会发展来反哺环境保护。 典型例子是《长江保护法》第 63 条规定的“中下游地区在生态环

境修复时应当对长江流域江河源头和上游地区予以支持”。
整体性原则是自然区划法特殊于现有环境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自然区划法选择立法模式所依托

的基础。 在诸多《长江保护法》的相关研究里,已有不少针对其整体性原则的研究,认为《长江保护法》
实现了长江流域环境法治从“条块分割”到“统筹协调”的改变[18] 。 但这些研究只是关注了《长江保护

法》贯彻整体性原则的表象,而忽视了《长江保护法》依托整体性原则在立法模式上的重大变革———以

地方政府为主要规制对象。 纵观《长江保护法》中除第一章总则、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九章附则外,共
计 66 条条款,其中有 53 条条款以各级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单纯规制个体或是要求中央政府进行引

导与统辖的条款仅有 13 条。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环境保护法》 《海洋保护法》等现有环境法律

“重”规制个体而“轻”规制地方政府[19] 。
《长江保护法》与现有环境法律在立法模式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其原因是《长江保护法》将现

有环境法律的分散性转变为整体性。 之所以说强调个体规制的现有环境法律是分散的,缘于规制个体

在环境法治中的种种弊端。 规制个体是提升环境质量的必要手段,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规制个体

并不能必然提升环境质量[20] 。 但现有环境法律强调对个体的规制,意味着赋予地方政府只要实现了

对个体的良好规制,就属于履行了法律赋予的责任。 在这一立法模式下,地方政府只会关注行政区划

内对个体违法行为的规制,而不会关注自然区划的整体环境质量。 此时,可能没有个体违规(例如全部

按照标准进行污染排放),但因个体数量过多而导致污染排放总量过大;也可能违规的个体全部受到法

律惩罚,地方政府算是履行了法律责任,但已经排放的污染严重地损害了环境质量,产生了“合法”的
权力寻租。 并且,地方政府不会主动与其他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合作,因为行政区划内的个体规制无需

合作。 所以说,现有环境法律的立法模式是分散的。
而《长江保护法》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要求地方政府为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而负责,实施

“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
“补充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措施,实质上将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从个体规制转向了提升环

境质量。 此时,地方政府无法再通过个体规制来确保法律责任的履行,而必须通过完成《长江保护法》
对地方政府的规制要求,并最终提升了长江流域环境质量这一结果来获得责任良好履行的评价。 为

此,地方政府不能再各自为战,因为完成《长江保护法》对地方政府的规制要求必须联动而非独立(如
河流水量分配方案需要多个地方政府进行商定),履行责任是基于长江流域整体环境质量而非自身辖

区的环境质量或是某一环境要素的评价。 所以,《长江保护法》的立法模式是整体的。
《长江保护法》整体性的立法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成效,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21 全年长江下游江苏

段干流断面 II 类比例、支流断面优Ⅲ比例升至 100%、98. 3%,较 2016 年分别提高 50 个百分点和 41. 5
个百分点,全面消除了劣 V 类,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新世纪以来最好[21] 。 借鉴《长江保护法》的科学范

本与成功经验,自然区划法贯彻整体性原则必须从立法模式着手。 只有将注重规制个体的立法模式转

变为注重规制地方政府的立法模式,以系统的责任体系来确保地方政府为自然区划的环境质量负责,
而不是为行政区划的个体规制负责,才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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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法,它的颁布不仅是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新福音,更是自然

区划单独立法道路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研究《长江保护法》不仅需要对它进行赞美与期

望,更应当从它身上发现未来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方向与路径。 因为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与现有环境法

律的两大“不洽”,所以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 而只有会产生“不洽”的自然区划,即具有特殊性与广

域性的自然区划才需要单独立法。 当为这些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时,《长江保护法》告诉我们,科学的法

应当坚持整体性原则,并在该原则的指导下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

规制地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诚然,《长江保护法》并非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律,但它未来的每一步

修缮都将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最好的借鉴与启迪。 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希冀《长江保护法》与未来的

自然区划法能为我国环境法治作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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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is
 

the
 

first
 

independent
 

law
 

in
 

China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natural
 

zoning.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mainly
 

emphasized
 

it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hile
 

neglecting
 

its
 

significance
 

as
 

a
 

guide
 

and
 

reference
 

for
 

independent
 

laws
 

on
 

natural
 

zoning.
 

In
 

fact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ree
 

key
 

question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why
 

does
 

natural
 

zoning
 

require
 

separate
 

legislation 
 

What
 

kind
 

of
 

natural
 

zoning
 

can
 

be
 

subject
 

to
 

independent
 

laws 
 

How
 

should
 

laws
 

on
 

natural
 

zoning
 

be
 

formulated 
 

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legislative
 

restraint 
 

enacting
 

a
 

separate
 

law
 

for
 

the
 

Yangtze
 

River s
 

natural
 

zoning
 

instead
 

of
 

amending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related
 

to
 

its
 

protection
 

reflects
 

profound
 

legislative
 

considerations
 

and
 

rich
 

research
 

value. Using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s
 

a
 

basis 
 

conducting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se
 

three
 

questions
 

not
 

only
 

benefits
 

future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is
 

law
 

but
 

also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newly
 

enacted
 

environmental
 

laws
 

such
 

as
 

the
 

Yellow
 

River
 

Protection
 

Law
 

and
 

Qinghai - Tibet
 

Plateau
 

Protection
 

Law.
 

Ultimately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The
 

reason
 

why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was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is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uniqueness
 

of
 

natural
 

zoning
 

area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oes
 

not
 

align
 

with
 

existing
 

universal
 

laws 
 

and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natural
 

zoning
 

areas
 

and
 

the
 

jurisdictional
 

linkages
 

of
 

environmental
 

laws.
 

As
 

a
 

result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laws
 

cannot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atural
 

zoning
 

areas 
 

leading
 

to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se
 

areas. 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separate
 

legislation
 

for
 

natural
 

zoning 
 

not
 

all
 

natural
 

zones
 

require
 

individual
 

legislatio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provides
 

a
 

standard
 

model
 

for
 

legislating
 

on
 

natural
 

zones. On
 

one
 

h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possesse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uniqueness 
 

which
 

requires
 

special
 

measures
 

for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pans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hile
 

functioning
 

as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Therefore 
 

only
 

those
 

natural
 

zones
 

that
 

possess
 

both
 

uniqueness
 

and
 

broad
 

coverage
 

will
 

experience
 

mismatches
 

with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mentioned
 

above
 

and
 

necessitate
 

separate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can
 

adapt
 

to
 

current
 

legal
 

frameworks
 

concerning
 

environment
 

while
 

better
 

utilizing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and
 

rol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nt
 

special
 

legal
 

statu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s
 

by
 

prioritizing
 

their
 

application
 

during
 

legal
 

proceedings. Furthermore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has
 

a
 

principle
 

distinct
 

from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
 

integrity
 

principle. Under
 

this
 

guiding
 

principle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needs
 

to
 

adopt
 

a
 

legislative
 

approach
 

different
 

from
 

current
 

ones
 

by
 

establishing
 

local
 

governments
 

as
 

regulatory
 

target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regulation 
 

and
 

assign
 

legal
 

responsibilities
 

to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 
  

natural
 

regionalization 
 

separate
 

legislation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particularity 
 

wide
 

area 
 

integrity
 

principles

(责任编辑　 胡志平)

232


